
民国社会舆论对匪患之反应
———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 1912 ～ 1934)

徐有威 吴乐杨

内容提要 匪患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民国时期的社会舆论对于土匪的一般认知
和态度，对土匪现象的评论、治理对策及其反映的历史现象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上海出版
的《申报》和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无疑是反映民国社情的标志性报纸。1912 ～ 1934 年期间，在《申报》和《大
公报》充分提供的时评版上，知识界人士站在政治风暴之外对民国匪患的成因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就治匪问
题之方方面面贡献方案，以提供政府作为治匪政策和策略之参考。他们借助报刊论政，表现了极强的社会参
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的许多解决民国匪患的建议和设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也在相当
程度上代表着民间舆论的总体倾向。但是书生论时空悲叹，由于民国政治当局的腐败和复杂的社会纷争，他
们治理匪患的建议和设想没有被当政者采纳，流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关 键 词 民国 土匪 《申报》 《大公报》

土匪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

题，这一时期的中国被国际舆论称为“土匪王
国”。国内外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土匪的研究，近
20 年来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①然而对民国时期
的社会舆论特别是报刊对土匪问题的反映，却少

见有专题研究。民国时期的社会舆论对于土匪的
一般认知、态度，对土匪现象的评论和治理对策，
及其反映的历史现象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

研究课题。
研究民国社会舆论对土匪问题的认知，报纸

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客体。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是
报纸上两种主要的文字体裁，新闻报道是主体，是

基础; 评论是旗帜，是灵魂。按照新闻学的角度，
“新闻评论针对现实生活中典型的新闻事件和群
众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直接阐明编辑部或作者

的立场和态度，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从而影响读

者的思想和行动。”②当时国内的民间舆论对土匪
问题多有关注，特别是上海的《申报》与天津的
《大公报》更是给予了极大的热情，有关土匪问题
的报道与评论几乎无日不有。而笔者之所以选择
《申报》和《大公报》作为研究对象，还基于以下两
点: 首先，《申报》、《大公报》都是非官方的报纸，
没有鲜明的党派成见，代表的是“民间话语”; 其
次，笔者有意观察有着知识分子背景的《申报》和
《大公报》的撰稿人对民国土匪问题的一般看法。
基于以上的思路，本文拟以 1912 ～ 1934 年间

的《申报》和《大公报》上的评论文字为样本，揭示
出民国报纸舆论对于当时匪患的关注与认知，再

现了一种“思想—社会”互动的鲜活历史情景，同
时以此考察民国时期的中国民间传媒的关注所

在，也可以借此展现被人们所忽略了的另一幅生

动鲜活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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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报》发表相关言论的评论类小专栏主要
有“时评”和“评论”等形式;《申报》上关于土匪问
题的言论来源极其广泛，主要为《申报》主笔所撰
写和自由撰稿者的投稿，也有一些转引自外国的

报纸。撰写论说的《申报》主笔主要包括冷( 陈景
韩之笔名) 、默( 张蕴和之笔名) 、彬( 陈彬和之笔
名) 等人。转引评论的外国报纸主要有:《纽约环
球报》和《纽约晚报》等。社会知名人士主要包括
吴鼎昌等人。
《大公报》中关于土匪问题的论说，形式也较
多。发表这类言论的评论类小专栏主要有“言
论”和“论评”等形式。与《申报》相似，《大公报》
言论的来源也相当广泛，撰稿人主要为《大公报》
主笔及其他私人作者，也有极少数是转引自外国

报纸。撰写论说的《大公报》主笔主要为: 冷观
( 胡霖之笔名) 等人。转引的外国报纸主要有《北
华捷报》等。另外，也有在华的外国人在《大公
报》上发表文章讨论民国土匪问题的，如著名的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丁义华( Edward W Thwing)
等。
在《申报》和《大公报》上发表言论的撰稿人，

从其教育背景来看，很多人都接受过传统的知识

教育，一些人还有留学海外的经历; 从其成员构成

来看，既有报馆主笔、专业记者和具有现代经营理
念的报人，也有报馆之外的知识分子; 从国籍上

看，既有中国人，也有在华的外国人。《申报》和
《大公报》上相关言论来源的广泛性，既说明了民
国土匪活动的广泛影响，也意味着相关言论对本

文的论题极具代表性。
从 1912 到 1937 年，《申报》和《大公报》上每

年发表的关于土匪问题的言论的数量不尽相同，

《申报》和《大公报》相应峰值都较高的年份分别
是 1914 年、1923 年和 1933 年。1914 年两报峰值
都较高缘因白朗起义; 1923 年峰值较高主要是因
为临城劫车案的巨大影响; 1933 年峰值较高是因
为山东巨匪刘桂堂此年在华北一带活动猖獗。总
体上来看，《申报》的峰值较为平缓，而《大公报》
的峰值变化较大，1920 年之前峰值很高，1920 年

之后到 1937 年这段时间峰值相差不大。把《申
报》和《大公报》做一比较可以看出，从 1912 年到
1937 年，除了 1923 年之外，《大公报》的峰值一直
都高于《申报》。

二

“近代中国几乎可以说成是一个盗匪世界，
遍全国无一省没有盗匪的，一省之中，又无一县没

有盗匪的，一县之中，又无一乡镇没有盗匪的。”③

民国时期的盗匪不仅分布全国各地，而且人数巨

大。据英国学者贝思飞估计，1930 年，土匪人数
的保守估计为 2000 万左右。④《申报》和《大公
报》对民国时期的匪况进行了大量形象生动的描
述⑤，将匪患视为民国社会的几大危害之一。《申
报》将土匪列为当时社会的三大祸患之一: “何为
三害? 曰军队，曰土匪，曰纸币，是三者于人民之

身家性命、国家之经济政令大有关碍者，使不能
除，休养于何有? 生息于何有?”⑥《大公报》也指
出，“年来各处，盗匪遍野，土寇横行，地方为之蹂
躏，人民受其荼毒，东扑西起，此拿彼窜，而卒之愈

聚愈众，不可收拾。”⑦“嗟呼! 群盗如牛毛，中原
无乐土，横流急湍，滔滔皆是……”⑧

《申报》和《大公报》不仅对民国的匪情进行
了即时的描述，而且对土匪的界定也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而相对于后世学者的研究，当时舆论界
精英眼中的土匪形象或许更加直观和感性。
《申报》主笔陈景韩在《申报》上发表的几篇
对于土匪群体看法的文章很有代表性。1913 年
10 月 23 日他在《申报》上发表《说通匪》的文章认
为:“匪者，专以杀人放火掳财掠物欺诈骗财聚赌
抽头等等为事，而身无职业者也。”1914 年 3 月 30
日他又在《申报》上发表了《说匪》一文指出，土匪
“以其所行之事无一是处也，杀人放火掳财掠物，
为人道所不容者，彼毅然为之，此匪之所以为匪

也。”1914 年 6 月 11 日他再次在《申报》上发表文
章，对土匪的规模和武器装备进行了观察和研究:

“匪，今日中国之特产也，盗贼各国所不能免，而
匪则不然。中国之匪，解释不一。然而，以近时常
例论，则拥有徒众，携有军械，可以掠人民，可以抗

军队者，匪之谓也。”⑨1934 年 6 月 7 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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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谈》上署名“迫迂”的作者则认为:“据父老所
传，报纸所刊，历史所载，匪也者，杀人放火，残忍

横暴之流也。”⑩这些界定带有较多的感性色彩，
主要从盗匪的所作所为上来定义匪的含义。
《申报》和《大公报》对土匪群体的构成有所
观察，1918 年 6 月 18 日《大公报》上一评论文章
透露，“攻袭栾城之匪，现经捕获，其中竟有道士
一名，搜出道袍道冠装束，俨如戏剧中之狗头军

师”。该文接着调侃道，“夫僧道号称方外，今亦
居然作贼……不知其随众攻城时，亦曾披发仗剑、
口中念念有词否?”瑏瑡1918 年 8 月 14 日《大公报》
又爆出妇女和小孩皆为匪的猛料。“丰砀间之匪
患竟至攻城劫库，行所无事，甚且妇人稚子亦公然

挺身为匪，虽加以□戮而毫不知惧，盖人心之牿亡
甚矣。”瑏瑢“今单县发现之女匪，竟拔戟自成一队，
以与官军抗战，而官军且不能敌此路女匪之雌威，

亦可惊矣。世之言强国策者方盛唱通国皆兵主
义，今之匪即变相之兵也，男匪之外又有女匪，或

者通国皆兵骤难办到，而通国皆匪将先见诸事实

乎? 呜呼! 强哉。”瑏瑣“鲁民苦匪患甚矣，杀人越
货，行所无事，遍地荆棘，方同声叹行路之难，不意

外国无赖亦有乘此盗匪横行之际，公然为拦路截

劫之事，是本国之匪尚纷起如毛，又益之以外国之

匪，鲁民其尚有噍类乎?”瑏瑤

与此同时，《申报》和《大公报》还有大量的评
论具体涉及匪患最有代表性的直隶、山东、河南、
安徽和江浙等区域的土匪的活动。对民国土匪问
题的观察涉及多个方面，从对土匪群体的认识、土
匪群体的构成到对全国土匪状况的总体观感，土

匪活动在报纸媒体特有的话语之下，显得更加清

晰而生动，呈现出的是一幅奇异而鲜明的民国匪

患图。

三

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代表的民间报纸不
仅对民国匪乱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而且站在政治

风暴之外对民国匪患的成因提出了自己的若干看

法。
首先，民间舆论已经认识到民国军治的败坏

是民国匪患的造因之一。对此，《申报》指出:“吾

国兵制之坏由来已久，有事则仓猝招募，竭天下之

财力以供乌合之军队，事平则纷纷裁撤，无安插之

方法，卒为闾阎之隐患，于是有所谓游勇也溃兵

也，或成群结队啸聚而为盗，或拜盟放票勾引以为

匪。故每当大乱削平，因遣散之不得其法，往往祸
延数十年不绝。远者无论矣，即如洪杨一役，至今
帮匪及种种会党实大半渊源于湘淮之散卒，可不

惧哉?”瑏瑥由此可见各方战败之兵，足增土匪势力。
这篇评论指出了民国时期，军队被遣散脱离军籍

而为匪的普遍现象。《申报》的另外一篇杂评再
次指出，“军队者，制造土匪之机关也。招之来授
以劫掠烧杀之技能，挥之去又无正当谋生之职业，

则惟有流为土匪而已。直鲁豫皖苏，招兵地也，亦
即土匪消纳地也。直奉战后，遣散一次，地方多一
批土匪。豫战鄂战，每溃散一次，地方又多一批土
匪。”瑏瑦“近来发现身穿军服匪徒，强抢民宅之事，
时有所闻。”瑏瑧另外，民国时期军队纪律废弛，军队
首领崇尚武力，穷兵黩武，士兵也不守军规，“好
勇斗狠，日夕以寻仇为事”瑏瑨，夺财掠物，到处扰
民，沦为兵匪。“兵所以卫民，而御匪者也。自南
北争战，乃有兵匪祸民之事，溯其源则或溃散使

然，要不出战败缺饷之两途。”瑏瑩对此种现象，《申
报》报人评论道: “设军以卫民也，而今则反若厉
民者然; 养军以治民也，而今则反若扰民者然。以
繁华富厚之金阊，不十日而两遭兵祸，军人纪律之

为何，何不幸而屡逢此扰害治安之军队也。”瑐瑠民
初政权是一个军阀政权，大小军阀为了争权夺利，

大多穷兵黩武，崇尚武力。军阀为了争权夺利经
常诉诸武力，这往往会带来土匪的上行下效，因为

“来自上层的暴力煽动着来自下层的暴力”，“结
果军阀主义导致中国所有阶层的军事化，从最贫

穷的乡村到全国的中心，每个阶层或集团都运用

军事力量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正是贫穷和
军事化的密切关系造成了军阀主义和土匪的紧密

连接”。瑐瑡《申报》指出，民国社会多匪的原因是由
于多兵多械多金，但指出这三个原因只是民国匪

患产生的外因，“权势者之所为，实指盗以途径，
教盗以生心起意也，此乃多盗之原也”瑐瑢。
另外，民国时期兵匪一家之事也司空见惯。

“阅鲁省防函，详述该处防营与乡团通匪情形，不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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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人发指。夫防营所以剿匪者也，乡团所以防
匪者也，乃转与匪互相通气，或则卖械，或则买放，

是防营乡团直匪之护身符耳。”瑐瑣“防营之设，所以
除匪。若以防营而庇匪，或且通匪，则营兵亦匪，
营官亦匪矣。鲁省匪患之蔓延难治，由于匪类之
众多者半，由于官军之庇匪通匪者半，证诸事实无

可讳言。”瑐瑤

其次，民间舆论认为民国时期政局动荡不稳

也是土匪横行的一大原因。无论在任何历史时
期，国家都必须有政治权威。但是，在民国时期
( 民国中央政府先后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
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本文所言民国政府系
指执政时间最长的前三个政府) ，各派军阀互相

争斗，为全社会所普遍承认的政治权威还未能真

正确立起来，中国社会经常性地处于极不稳定的

状态之中，政治失控导致社会失控，是土匪产生的

又一原因。《申报》时评指出，“以当局之不负责，
国事渐停顿，地方渐扰乱，人民渐感种种苦痛，此

其现象固已久矣。今则人民苦痛之程度愈高，国
家地方不安之程度愈大，有迫以不能不负责之势，

而又负责无人，又虽欲负责而无力，则试问成何景

象乎?”瑐瑥由此可见，民初政治不修，各方忙于争权
夺利，中央政治权威的失落，吏治腐败，不仅是导

致军阀割据的原因，而且也是酿成匪乱的一个重

要原因。“诚以国家太无中心，无领袖，处群雄割
据之时，人民财产生命太无保障，其状如陷匪，如

绑票。”瑐瑦《申报》还指出，土匪势力与日俱增，是
因为“各方因互争势力之故，置地方之事于不顾，
而土匪之力乃得养成而扩大”瑐瑧。每一次政局的
动荡不安，都会给土匪可乘之机，“是故国事摇摇
不定，当局无弭祸之决心，则将来制造匪祸之机会

正多”瑐瑨。由此可见，中央政治权威的失落，政局
动荡，吏治腐败，不仅是导致军阀割据的原因，而

且也是酿成匪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民间舆论也认识到民众的生计问题是

土匪大量产生的主要原因。民国时期，各种战争
连绵不断，水旱灾害频仍，农村经济凋敝，给农民

造成极大的痛苦。农民生活低劣到不能维持最低
生存的程度，大量农民从耕地上被排挤出来，被迫

逃往他乡，成为无业流民，弱者以讨饭为生，强者

流为土匪。毛泽东分析认为: “中国的殖民地和
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

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
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

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
迷信职业家的来源。”瑐瑩英国学者贝思飞指出，“对
于大多数参加者来说，土匪活动是对超出通常能

够忍受的贫困水平的反常环境作出的反应”瑑瑠。
这种现象，《申报》报人也早有切实的观察和思
考。《申报》时评指出，“今执一兵问曰: 汝为何而
当兵? 莫不曰: 为谋生也。今又执一匪问曰: 汝因
何而为匪? 亦莫不曰: 为谋生也”瑑瑡。“国家之乱
何自起? 必起于生计革命; 生计革命何自起? 必

起于失业者之多。证诸古今中外，殆为不易之理，
初无二致者也。”瑑瑢

民国社会动荡，工商业萧条，农村经济落后，

人民生计尤艰，大量流民无生活来源，迫于生计而

走上为匪之路。此外，《申报》报人也认识到土匪
现象和自然环境的优劣密切相关。农业生产由于
受土地、季节和气候的影响很大，农民的收成和生
活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在自然环境和条件特别
恶劣的时候，往往是土匪最猖獗的时候，“时届冬
令，每多盗匪劫掠之事，故官中名之曰‘冬防’”，
因为“冬令于需食之外，又需御寒，需用既多，故
贫困之徒不能不为盗匪欤?”瑑瑣《申报》又指出，
“时界冬令，气候严寒，盗窃案件必较平时为多，
影响于社会治安者至重且大，故各省市当局在此

期间皆循例举办冬防，以策安全”瑑瑤。土匪现象除
了受季节影响外，还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灾荒之

年，往往是土匪横行的时候。“今日有三大要政，
一曰防河，二曰防疫，三曰防匪，而用兵不与焉。
津地官厅对于防河防疫两事，无日不开会讨论，而

实地进行亦颇着力。河患疫患或可藉此弭息。惟
是大灾以后，穷民迫于饥寒不免铤而走险，以故路

劫明火，各县各乡时有所闻。近更有察区逃兵沿
途掳掠，是直省之匪患亦殊不可忽视，窃愿当局注

意而慎防之也。”瑑瑥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仍，水
灾、旱灾、虫灾、雹灾时有发生。据统计，从 1912
年到 1937 年间，“各种灾害之大者，竟达 77 次之
多”瑑瑦。那些生态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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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或经济衰败地区，土匪活动则成为当地社区

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这些地区，灾害不
仅周期性地带来挑战，而且还给土匪活动营造了

一个极其有利的环境。瑑瑧“今试问冬何以需防，曰:
防盗贼也; 防何以严于冬，曰: 交冬令则饥寒者愈

多，即盗贼愈多，故防之不可不加严也，其言诚是

已，然亦思盗贼之所以为盗贼者，饥寒迫之耳，当

其未为盗贼以前，固完然良民一分子也，无衣无

褐，何以卒岁，念及此而救死惟恐不暇矣。”瑑瑨

最后，民间舆论也认识到政府当局处理土匪

的措施失当也是民国时期匪患难以根治的原因之

一。民国时期，政府当局对土匪往往实行别有用
心的招抚加封的办法，这样既可以扩充军队的实

力，又可以在形式上减少土匪的绝对数量。民国
巨匪毛思忠、老洋人、樊钟秀等人都曾被当局招抚
而为官，他们手下的徒众也被编为正规军，享受军

俸。这导致许多人为晋身获利而纷纷为匪。《申
报》认为，“自来处置匪徒之法只有两端，一则杀
之，一则招之。杀之不易，于官吏惯用招之一法，
招之无他用，只有编之为兵队。此等兵队，一旦用
之，即扰乱治安之军队也。”瑑瑩匪首被授予军队中
的一官半职，或团长或旅长或营长，获取俸禄，又

不必冒杀头之危险，“则为土匪者，有利而无害，
于是各地之游民以及溃兵灾荒之难民，将多效而

趋之”瑒瑠。这种招抚加封的方法导致为匪者群起。
1923 年 5 月 6 日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发生后，
《申报》再次指出，“自秦末群雄并起，刘项争王，
唐李崛起，明朱奋起，俨成帝王之业。今日为盗，
明日为帝之印象已深入人心，加以近年毛思忠老

洋人辈，今日为盗魁，明日即为师旅团长，有此奖

盗方法，何人不愿为盗。”瑒瑡当时许多人都把先当
土匪，再转而为兵，进而为官看做是出人头地的捷

径。这一做法令《申报》报人深恶痛绝。

四

民间报纸在陈述治理匪患的必要性时指出:

“一国之内匪乱不尽绝，则其外何事可建设乎?
民不安居不乐业，则地方何由而富庶，地方不富

庶，则税源何由而旺盛，税源不旺盛，则凡百经费

何由而筹备; 且匪乱不尽绝，何由而兴学; 匪乱不

尽绝，何由而重工商; 匪乱不尽绝，何由而成国家

之威信; 匪乱不尽绝，何由而生法律之尊严; 匪乱

不尽绝，何由而治军旅。简言之，匪乱不尽绝，何
得谓确实之国家，然则政府今日之名分，第一其在

扫除匪乱也。”瑒瑢匪乱不治理，国家各项建设都无
从谈起。
《申报》、《大公报》提供论坛，让知识界就如
何治匪问题深入探讨，贡献方案，使政府有所参

考。从《申报》、《大公报》上刊登的为数众多的时
评出发可总结出以下几点:

首先，整顿军纪，防止军队中士兵亦兵亦匪现

象的发生。为遣散之兵提供生活出路。土匪的武
器大量来自于军队，那么要治匪就要严格防止武

器从军队中流出。《申报》时评认为，“然而，中国
今日其对于枪炮之制造购买也，人民之取与授受

也，亦皆由政府取缔之也。然而，拥有徒众之匪则
咸枪精炮利焉，掠人民抗军队而俨成敌国焉，此其

枪炮果何自而来耶? 私制私购者十之一，而得之

于军队兵士者十之九也。盖政府以枪炮予军队，
而军队复以之予匪。其予之之法，或由委弃，或由
私售，或且即此军队以变而成匪，此匪之所以多

也。故推究匪之所由来，不整顿军队，以除其愿，
匪终无绝迹之日也，平匪者其亦能知此意否?”瑒瑣

不仅如此，民国报人也认识到要治匪，就要严厉军

纪，因为无规矩之军队也是造匪的机器之一。瑒瑤

《申报》最后总结指出:“是故以今日而言，善后第
一须清匪源。匪之来源，兵也。未裁之时不为裁
计，裁之时又不为裁后计，则未裁而哗变，裁而聚

众掳劫，此乃必然之事也。”瑒瑥

既然裁溃之兵是土匪的来源之一，那么为裁

撤遣散之兵解决生活出路就尤为重要了。《申
报》报人认为，“夫吾国东三省土地饶富，宜桑宜
农，通国皆知。即移民之策，满清时代亦屡见施
行，徒以办理不善，迄无成效，而外人经营缔造殖

民之势力，反日益膨胀。今民国新造，千端待理，
为饷需计不能不遣散军队，为边务计，不能不开垦

西北，似不如将两事并为一谈，兼营并进，就各省

久练之陆军及此次新招之士卒，一一从新挑选，留

其精壮，分配防地，而将应裁之兵全数开赴东三

省，计口授田，以兵法部勒仿照屯田之遗法，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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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边之政策”，他们还指出这样做可得五大利，
“国家省养兵之费，而民间不受裁兵之害，利一。
东南人满，西北地旷，一转移间各得其所，生聚教

训，边圉永固，利二。沃野千里，桑麻相望，地利既
辟，军实益充，利三。无事尽力田畴，有警执戈前
驱，无烦征调，遍地皆兵，利四。强邻眈眈，边患孔
亟，辽藩方面，主客易势，屯田大兴，窥伺自戢，利

五。”瑒瑦1923 年 5 月 6 日，临城劫车案发生后，《申
报》时评指出，“导淮治运筑路兴工，皆足安插千
万人，或曰此非巨款不为功，余曰与其造临城之

劫，毋宁忍痛举债而兴办之，使四省边境数百千万

之人民皆得安居乐业，贫瘠闭塞之匪薮，一变而为

富庶开通之乐土，况举债以兴生产事业，不惟弭匪

害，更可兴地方大利乎?”瑒瑧

第二，澄清政治，整顿吏治。既然汹汹之政治
争斗是造匪的一大原因，那么要治匪就必须修明

政治，政治清明是治理匪患的根本保证。在相当
长的时期内，民国政府因忙于内战或内部纷争，对

剿匪治匪不很重视或很不重视。《申报》文章指
出:“……官吏之作福作威，狱讼繁兴，盗贼不戒，
弱肉强食，恬不为怪，懦善良民，直无安身之所

……”瑒瑨《申报》时评指陈治灾( 包括匪患问题在
内) 的根本方法，“至于治既然本之道，吾人认为
第一仍必须澄清政治。盖政治清明，而后内乱可
以止息，兵祸不至复见，而建设始可着手”。“脱
舍政治而徒讨论救灾，是正所谓舍本逐末自欺欺

人耳。”瑒瑩

第三，解决平民之生计问题，为无业游民提供

就业机会。1918 年 6 月 28 日《大公报》的评论认
为，“欲谋社会之安定，首在开辟贫民之生计。欲
为贫民辟生计，惟在设立各种大工厂以容纳之。
直隶之贫民众矣，生计之窘迫极矣，而工厂之设立

尚属寥寥，此社会之所以日见穷困也”瑓瑠。1918
年 4 月 11 日《大公报》另一篇文章指出，“难民纷
纷过津，当局一以遣送回里为正当之办法，夫背井

离乡之难民，赖官长之力得以归正，首邱未尝不感

颂功德。然亦思此种难民，其回里之后，果尚有屋
可居、有田可耕、有业可操乎? 吾恐千百中难得一
二也，则虽言旋言归仍不免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流

为盗匪而已。由是以思，则与其资遣回里，仅求一

时之清净，何苦为之宽筹生计，俾得有自食其力之

途，可免无穷之后患也。愿有力者其熟思而慎处
之。”瑓瑡针对大量无业游民给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因
素，《大公报》痛陈道，“……遍国中穷且盗，虽无
敌国外患之相逼而来，欲求国内之安，诚戛戛乎其

难，则居今日而筹安内之要策，舍消纳游民又奚自

乎? 夫所谓游民者，非必其为流丐为匪徒也，凡不

农不工不贾而无德无能，徒耗蚀夫为农为工为贾

之所出者，可概名之曰游民。……游民愈众，则生
利之分子愈少，而分利之分子愈多，因分利不给之

故，浸假而纷争，浸假而强夺，大之为二次革命之

种子，小之害社会公共之安宁，本为无业之游民，

隐成无形之流寇，于此而不急谋消纳，国其能

( 与) 久存乎?”解决其中困境的办法是什么呢?
此论建言，“消纳之道维何? 不外振兴实业，垦辟
荒土而已”。瑓瑢《大公报》的另一文章提出了两项
解决办法，“其一则于各省会及通商巨埠，遍设国
民工场，从事于国货之制造事业，若制呢制革制纸

制糖制丝茶以及草帽草席食品饮料，凡日用必须

之物，足以改良出品，挽回利权者，均设焉……其
二则举全国交通及形势便利之地，为各干路所未

达，或虽必达而力未逮者，一律修筑轻便铁道，果

能刻日从事，亦足为消纳匪类及被裁军队之计

……总之，记者所论，实为今日救急之务，当局者
如能竭诚于此，实力举行，将见数年以后，盗匪绝

迹，地方又安，而生计界亦焕然改观，斯诚民国前

途之大幸也”瑓瑣。
第四，组织民众自卫。治理土匪不能仅仅依

靠军队和政府的力量，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必须积

极参与，与官方共同承担起防匪治匪的重任。
《申报》时评指出，近数年以来，就南方各省而言，
各地市镇受匪荒等种种影响，商业凋敝，民生困

苦。瑓瑤《申报》的一篇谈论河南土匪的评论指出，
“豫匪乃今日中国最大之患也，聚于心腹之地，一
也; 前有悍匪之余孽，二也; 已集众至于万余，三

也; 纵横于北方最强军队之下而无所忌惮，四也。
有此四者，则其为患之大，不必日后即今日亦已可

知矣。”解决此种危机的办法，论者认为，“然则今
后之治匪当如何而有效，曰非与人民以自卫之力，

使各处人民自卫，而匪不得流窜，则匪患永不能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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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瑓瑥

第五，提高民智，普及民众教育。几千年来，
中国教育一直是少数士大夫与贵族阶层的专利，

与贫苦农民无缘。近代中国农村由于经济落后和
人口过多，广大农民子弟根本无钱入学读书，再加

上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投入极少，农村的教育资源

和设施极其匮乏，教育很难普及。“在近代中国
农村经济日趋崩溃的条件下，农民求生不得，更谈

不上什么教育”。瑓瑦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状况和
程度直接关系到人口的素质以及他们的行为。
《申报》提出，“顷有自匪巢出者，言匪徒多青年，
且有十五六岁者，回忆拳匪乱作，吾见义和团红灯

照，何一非青年男女? 果施以相当教育，未始不可

成爱国英雄。吾人试一履四省( 指直、鲁、豫、皖
四省多匪之地———引者注) 边地，问受教育者能
有几人? 教育之不普及，欲言治匪难矣。”瑓瑧《大公
报》认为，“我国今日政治之腐败，实业之颓废，生
活之困难，游民之众多，以及其他种种之缺陷，推

原其故皆由于人民之无教育，而不筹教育之普及，

则断难救济以上诸弊。”瑓瑨“国家根本大患，莫若贫
民之失教育。我国社会之黑暗，民生之凋敝，匪盗
之充斥，其总原因即在于是。”瑓瑩《大公报》评论指
出，“近来各县劫案，几于纪不胜纪，查盗匪之充
斥，大都因去岁荒旱，迫于饥寒所致。其罪诚可
杀，其情实可矜。故平时施以教养，使之不流为盗
者，治本之策也。”瑔瑠提高贫民的教育程度，使其自
觉意识不断增强，进而把教育提升到民生之本的

层次上，“……欲求均其生存之能力，非普及教育
不为功，教育为生存人民之本，赈恤为生存人民之

标，标治而本不治，吾期期以为未可，曰中国今日

之人民，若待治本，似又迫不及待矣; 而治标之策，

又何可忽诸? 呜呼! 今日之民命，吾是以特为之

请”瑔瑡。既然土匪泛滥和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相互
关联，那么要治匪，就必须努力普及平民教育，提

高人民的素质与觉悟，增强他们谋生的手段和能

力。
第六，《申报》舆论认为要根绝匪区土匪，必

须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在匪多之区建立新行省。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申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
《临城事变之善后策》的时论，该时论指出，“治本

之策，莫如改省”。为什么要改省呢? 该文解释
道:“中国现有行省区划大都因历史沿革而然，与
地理上之天然形势利便支配多不适当，全国行政

之不整理，此亦不失为一重要原因，即以河淮流域

而论，兖沂曹归陈凤颍泗徐海，此旧有之八府二

州，地介南北，风俗强悍，水利不修，平原荒芜，历

史上恒为盗薮，兼之分隶四省，政令不一，近二百

年来，尤称难治。”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则莫如划
此四五十县别立一省，于吴冯所部选节制可用之

兵，移驻此区，专司剿匪，一方则促进导淮事业，以

安此数千万人之生计，此四五十县之风土人情，较

之他处，尚属同多而异少，自治行政或得平均进

行，不至有畸重畸轻，启同省中之争议，是一举而

数善备也，所难者财政问题，在建省之始二三年稍

有困难，然使一省之政治清明，克有秩序，则举债

兴业，以事农工生产，地力大有可为，决不如今日

之长贫也”瑔瑢。三天后，《申报》上又刊载了一篇
关于建行省的时论，提出了不少可行的方案。瑔瑣

结 语

《申报》和《大公报》作为当时民间舆论的喉
舌，关注民国匪乱，敦促政府当局治匪，为政府推

行治匪政策出谋划策，在推动当时政府的治匪政

策过程中起了舆论导向作用。南北两家报纸对于
民国匪乱做出颇为深刻的分析和省察，以后来者

的眼光来看，两报对于民初匪患的观察、认识和反
思，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另外，《申
报》和《大公报》的撰稿人撰写的这些评论，都透
露出浓厚的近代报纸的“文人论政”的风格，他们
借助报刊论政参与社会，既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也

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他们
提出的许多解决民国匪患的建议和设想，表达了

他们的社会参与意识。《申报》和《大公报》都对
民国匪乱特别关注，在对匪乱成因的认识上以及

弭匪策略上也表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需要补充
一点的是，民国时期有许多报纸或《申报》和《大
公报》不可能代表此时期的所有舆论，但在相当
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间舆论的总体倾向。
但契合之外，尚有歧异。两报由于所处地域，

办报风格、办报动机和利益旨向、报纸立场以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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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笔的个性和思想倾向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两

报在对民国土匪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具体

表现首先为地域上的差异。例如，《大公报》评论
关注的地域主要为距离北京很近北方地区，有山

东、直隶、河南等地; 而《申报》舆论涉及的范围较
广，基本包括了从南到北、全国各地的土匪事件。
在大的事件上，关于临城劫车案的评论，《大公
报》共有 6 篇，而《申报》却有 20 多篇。
其次为评论的内容有所不同，或曰侧重点有

别，例如再以临城劫车案等为例，《申报》把此案
的责任直接归为北洋政府的腐败，对北洋政府极

尽抨击之能事，而《大公报》的评论则较为隐讳，
在分析文章中几乎没有将临案与政府的失职联系

起来考虑，没有直接谴责政府的明显表现，这可能

由于北洋政府对《大公报》舆论的钳制，或者是
《大公报》不愿或不敢得罪北洋政府。
再次，它们刊载的土匪评论在数量的差异。

例如，1910 年代中期的白朗起义，《申报》与《大公
报》都很关注，接二连三地发表评论，《申报》有 8
篇，而《大公报》却有 50 多篇，这说明白朗股匪更
能引起北方舆论的注意; 1923 年的临城劫车案的
评论，《大公报》只有 6 篇，而《申报》却有 20 多
篇，这可能因为临城劫车案的国际背景所致; 对

30 年代横行华北的山东巨匪刘桂堂，《申报》上几
乎没有相关评论，而《大公报》上有 10 多篇评论。
再如它们在治理匪患的具体策略上有些微差异。
《申报》针对苏皖豫鲁四省边境多匪之区，提出了
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建立新行省的主张，而《大公
报》上未见此类评论。《大公报》上论述较多的弭
匪策略是“联防治匪策”，而《申报》上未见重视。
应该说，《申报》和《大公报》积极倡言弭匪，

提出持平办理匪乱的方针，是必要的，也是难能可

贵的，但在当时处于军阀割据、社会动荡的情境
下，其可行性需另加考究。而书生仅仅从理论高
度空言持平，对策略如何执行，则缺乏理性之具体

考虑，有“书生不畏言战”之情势。总而言之，《申
报》和《大公报》试图通过报刊舆论干预社会政治
的运作，为国家稳定和人民疾苦大声疾呼。但书
生论时空悲叹，由于民国政治当局的腐败和极其

复杂的社会纷争，他们治理匪患的建议和设想从

来就没有被当政者采纳，流为无法实现的空想，从

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厢情愿。民国时期匪患终未
获得解决的结局恰好证明了这—点。［本文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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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钦若诗辑补一首
曾维刚

明正德《袁州府志》记载王钦若《栖霞阁》诗一首:
水秀山灵萍实城，城中幽趣每关情。安期几到

寻棋侣，方翔真藏隐宦名。春渍苔纹沿石塌，月含松
韵杂吟声。犹拘玉陛空怀想，须蹑虹梯先问程。( 严
嵩纂修《袁州府志》卷一二《艺文三·诗》，《天一阁藏
明代方志选刊》第 49 册，上海古籍书店 1963 年版)
按: 王钦若( 962 ～ 1025) 字定国，新喻( 今江西新余)

人，太宗淳化三年( 992) 进士，真宗朝擢翰林学士，历参知
政事、枢密使、同平章事等，拜左仆射，仁宗天圣中封冀国
公，《宋史》卷二八三有传，《全宋诗》收诗 4 首、3 断句。
王钦若《栖霞阁》诗，《全宋诗》仅录“春渍苔纹沿石塔，月
含松韵杂琴声”一句，题为《题栖霞阁》，注出处为南宋王
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八《江南西路·袁州》( 参见《全宋
诗》卷九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47 页) 。检
《全宋诗》卷八三九，王巩名下重收该诗残句，题为《栖霞
阁》，所注出处为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九《江西路·
袁州》( 参见《全宋诗》卷八三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版，第 9715 页) 。王巩字定国，莘县( 今属山东) 人，神宗
时为秘书省正字，哲宗元祐中除太常博士，绍圣初以元祐

党籍贬官，《宋史》卷三二〇有传，《全宋诗》收诗 11 首、1
断句。上述《栖霞阁》诗，《全宋诗》仅录残句，且重出误
收。考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八《江南西路·袁州》，所
录“春渍苔纹沿石塔，月含松韵杂琴声”残句后有注称:
“王钦若《题栖霞阁》。”( 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1262 页)
是书同卷《景物下》又有“栖霞阁”一条云: “在城内高真
观，王冀公题刻犹存。”( 第 1244 页) 王冀公即王钦若。
又，明正德《袁州府志》载《栖霞阁》全诗，亦署名王钦若。
可见上述《栖霞阁》诗，当为王钦若所作。再考《方舆胜
览》所收《栖霞阁》诗残句，署名为“王定国”( 祝穆撰，祝
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舆胜览》卷一九《江西路·袁州》，
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348 页) 。王钦若、王巩均字“定
国”，这应是该诗残句在《全宋诗》中又重出误收为王巩诗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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